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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引入指数分解与生产理论分解相结合的综合分解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

文探讨了中国各区域各大产业二氧化碳排放变动的驱动因素，计算了各驱动因素的碳排

放变动效应，从数量上明确了技术进步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在此基础
上，构建了一致性宏观二氧化碳反弹效应研究框架，定量分析了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不同产业二氧化碳排放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有: ( 1) 2005—2015 年期间，二
氧化碳减排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的推动，技术进步带来的理论减排率为 5. 66%，能源结构
调整、效率提升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碳减排的影响并不显著; 资本和劳动力对能源的替代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 2) 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基于技术进步的反弹
效应平均为 62%，实际减排率为 2. 1%。( 3)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反弹效应存在一定的
区域性差异，但差异有逐渐收敛的趋势; 现阶段解决中国碳排放问题需要全面推进，分步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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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5 年 6 月 30 日，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 INDC) ，重申了中国在 2030 年前后达到碳排放峰值以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
高到 20%的自主目标。这表明中国将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低碳绿色转型任务，这
是绿色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也是中国区别发达国家实现低碳转型的突出特征。寻找一条兼顾
不断扩张的能源需求的低碳转型之路，实现碳减排的目标，成为了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尝试。在传统能源领域，燃

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和高效煤粉锅炉技术的逐渐推广以及冶金水泥行业生产工艺的改进都对解决

中国的环境和碳排放问题做出了贡献。在新能源领域，近年来中国光伏和风电的装机增长率、组件
生产的增长率领跑全球，加速了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进程，也推进了碳减排的实现。从现实的经验
看，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与能源结构调整是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三大主要手段。从实践效果看，
1998—2015 年期间，在减排意识逐渐增强的背景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 60 亿吨，超过了美
国 2015 年全国的排放量，其中 2005—2015 年增长了约 31 亿吨，整体减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学界对于碳减排的关注由来已久，针对中国二氧化碳减排能否实现既定目标( 何建坤，2015;

林伯强和李江龙，2015; Elzen et al．，2016) 以及如何实现目标( 王锋等，2013; 莫建雷等，2018 ) 展开
了广泛的讨论。从减排的驱动因素方面考量，现阶段普遍的共识是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以及能源结

811

杨莉莎等:中国碳减排实现的影响因素和当前挑战



构调整仍然是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但对于三者的重要性，不同的文献从不同的研究视角

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大部分的研究仍然肯定了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在碳减排中的关键性作用
( Mizobuchi，2008; Ang，2009; Okushima ＆ Tamura，2010; 魏巍贤和杨芳，2010; 魏楚等，2010; 王锋
等，2013; 李凯杰，2017) 。
政策的设计通常需要在不同的政策方向上进行取舍，对于研究者而言，则势必要对不同影响因

素所带来的减排效应的具体大小进行测算。在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的文献中，以 Kaya恒等式和
Ang et al． ( 1998) 提出的对数平均 Divisia指数( Logarithmic Mean Divisa Index，LMDI) 分解技术为基
础( 杜刚等，2012; 王锋等，2013) ，经历了从行业到区域、从碳排放总量到碳排放强度等方向的技术
发展( Tan et al．，2011; Liu et al．，2012; Yang ＆ Li，2017 ) ，指数分解框架(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 成为研究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主流方法。但指数分解方法作为一种经济核算方法难
以对经济现象特别是能源强度变化提供合理解释( 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 ，因此 Wang ( 2007) 首
次提出了基于生产理论的分解方法( production-theory decomposition analysis，PDA) 。尽管 PDA 框
架具有良好的经济解释力，但其在能源消费结构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解释力上不如 IDA 的分解
框架。由于两种框架均存在一定缺陷，林伯强和杜克锐( 2014) 提出了一种基于两种方法的综合框
架用于解释能源强度的变化。因为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本文将这种综合
的研究框架扩展到分析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之中，在地区和产业层面将二氧化碳排放

的变动进一步扩展到能源结构效应、要素替代效应、效率变动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及经济结构效应
五个维度，分解的结果证实了技术进步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为了更为准确地讨
论技术进步对于二氧化碳减排的作用大小，需要进一步从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减排的作用机理进

行分析。已有文献发现由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化，技术进步并不单纯表现为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
同时也体现了促进碳排放增长的作用( 即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性) ，因此技术进步并不能

实现预期的减排量( Brnnlund et al．，2007; 杨芳，2013; 查冬兰等，2013; Yang ＆ Li，2017 ) ，此即二
氧化碳排放反弹效应的涵义。反弹效应的存在，使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并不确定。
理论上，反弹效应的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直接反弹效应、间接反弹效应以及在经济系统层

面的反弹效应。直接反弹效应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技术进步能够通过对能源成本及有效
能源服务价格的影响而进一步对能源消费者的实际收入( 收入效应) 和能源与其他投入要素的替

代( 替代效应) 产生影响，进而对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产生影响; 而经济层面的反弹效应则是通

过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作用而引致的反弹( Greening et al．，2000; Sorrell，2007; Brookes，2004;
Van den Bergh，2011; 周勇和林源源，2007; 王群伟和周德群，2008; 国涓等，2010; Li ＆ Jiang，2016;
Zhang et al．，2017) 。反弹效应的存在，使得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影响变得复杂，在反弹效应足够
大的情况下，通过政策手段以促进技术进步而实现的节能减排将变得不确定 ( Sorrell ＆
Dimitropoulos，2008) 。
那么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性是如何引发二氧化碳减排的反弹效应? 从理论上

讲，技术进步的提升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将会首先反映在化石燃料需求的减少，进而实现碳排放

效率的提升，这一观点在 Brnnlund et al． ( 2007) 、杨芳 ( 2013) 、查冬兰等( 2013) 等文献中均有提
及。与此同时，技术进步通过影响有效能源服务的价格以及促进经济增长而引致更多的能源消费
或者带来要素需求的扩张，从而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反弹效应。与能源消费的反弹
效应不同的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不仅受到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影响，还受到能源消费结构的影

响。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地衡量宏观层面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提升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首先要
在研究中控制能源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现有的文献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给了一些思路，Lin ＆
Du ( 2015) 所运用的多层次因素分解方法提供了对能源结构变化影响的分解思路; Li ＆ Lin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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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则发现结合方向距离函数对产出和能源强度进行分解能够实现技术进步的准确度量，并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框架一致性的问题; Yang ＆ Li ( 2017) 则进一步对方向距离函数进行了扩展，解决
了传统 DEA方法可能出现技术倒退的问题，但其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对能源效率提
升的贡献是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得到，二者具有不同的含义，在框架的一致性上存在一定的逻辑缺

陷。因此，本文拟从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上对现有的研究进行补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文章将能源强度变化的综合分解框架拓展到碳强度变化的分解研究中，并将分解结果扩

展到区域和产业层面，从更细致的维度考察不同驱动因素引致的二氧化碳强度的变化，并据此计算

出不同驱动因素带来的理论减排效果; 更进一步地，为了讨论技术进步对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的作用

效果，本文还从反弹效应的视角出发，构建宏观层面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反弹效应的研究框架，进

一步提升现有研究中技术进步率的测算精度并改进研究框架的一致性; 通过具体测算中国宏观层

面 30 个省市，三大产业中技术进步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反弹效应值，分区域、分产业探讨中国二
氧化碳减排的真实效果。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研究经济系统层面的二氧化碳减排能够从整体效率
和最终目标的实现等方面为节能减排的政策制定提供思路并做出正确的导向，从而最大限度地实

现碳减排目标。

二、二氧化碳排放变动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部分首先从碳排放效率①的影响因素分解入手，厘清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能源结构变动及
要素替代和经济结构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在对效率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
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的研究中，IDA 与 PDA 是两种常用的方法，但二者各有优缺点。具体而言，
IDA分解成分的定义直观，本质上属于一种经济核算的方法，因而其在测度结构性因素如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效应方面有较好的运用; 而 PDA的分解基于生产理论，为能源强度的变化提供了更好
的经济学解释( 林伯强和杜克锐，2014) 。结合研究目标，本文选用 IDA与 PDA相结合的两阶段分
解模型对碳排放效率进行分解，以便更加准确地度量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效应。
( 一) 第一阶段分解: IDA模型
利用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法( LMDI) 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该方法具有时间可逆、因素可逆、聚

合性和零值稳健等良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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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表示三次产业，i 表示本文选取的中国的 30 个省、市、自治区。CCi 代表第 i 个地区的能源
综合排放系数，由于在本文的测算中，设定每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在研究区间内为常数，因此综合

排放系数的变化能够反映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EIik 表示第 i个地区第 k 产业的能源强度的变化，

代表的是效率变动效应; yi
k 代表第 i个地区的第 k产业总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代表产业结

构效应。采用 LMDI分解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的增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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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用碳排放强度作为衡量碳排放效率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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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 ·，·) 为权重函数，其具体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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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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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i，k表示能源结构变化带来的碳强度的变化; ΔCI

y
i，k表示经济结

构变化带来的碳强度变化; ΔCIeii，k表示能源效率带来的碳强度变化，部分研究直接用能源强度的变
动代表技术进步的影响( Lin ＆ Liu，2012) ，但实际上能源强度的变动还受到技术进步、效率变化以
及投入要素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而这样的设定并没有将技术进步的影响完全剥离出来。因此在下
一阶段对能源强度的变化做进一步的分解，以求得真实的技术进步、效率变动以及要素替代驱动的
碳排放效率变化。
( 二) 第二阶段分解: PDA模型
PDA模型建立在 Shephard产出距离函数的基础上，考虑到产业部门之间生产技术的异质性，

设定产业部门 k的产出的距离函数基于以下的生产技术集:
Tk，t = { ( Kk，t，Lk，t，Ek，t ; Yk，t ) : ( Kk，t，Lk，t，Ek，t ) 可以生产( Yk，t ) } ( 4)

其中，投入变量为资本 Kk，t，劳动 Lk，t，产出 Yk，t。产出距离函数中的生产技术集 T满足标准假设，因
此，i地区 k产业在时期 t产出距离函数定义为:

Di
k，t ( Kk，t，Lk，t，Ek，t，Yk，t ) = inf{ θ: ( Kk，t，Lk，t，Ek，t，Yk，t /θ) ∈ Tk，t} ( 5)

进一步定义在两个不同时期的产出距离函数为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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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τ ( Kk，t，Lk，t，Ek，t，Yk，t ) = inf{ θ: ( Kk，t，Lk，t，Ek，t，Yk，t /θ) ∈ Tk，τ} ( 6)

基于此，t与 τ时期的产业部门 k的能源强度变动可以通过如下的方法进行分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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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能源强度的分解结果带入方程( 2) 碳排放强度分解的能源强度效应项，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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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被分解为五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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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避免不同的生产技术基准水平对分解结果产生影响，分解时采用其几何平均数，具体的展开过程见孙广生等( 2012 )
以及林伯强和杜克锐( 2014) 。( 7) 式将能源强度的变动分解为投入要素变动、技术效率变动的倒数和技术进步变动的倒数( 倒数
说明能源强度的变动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动方向相反) ，分别刻画了在不存在技术非效率的情形下最优碳强度的变动以及

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所导致的产业 i的能源强度的变动。



ΔCIi，k = ΔCIcci，k + ΔCIpei，k + ΔCIeffi，k + ΔCItei，k + ΔCIyi，k ( 9)
第一部分 ΔCIcci，k表示能源结构变化带来的碳强度的变化; ΔCI

pe
i，k包含了潜在的最优碳排放强度

的变动，它的变动取决于资本 －能源比，劳动力 －能源比( Wang，2011; 林伯强和杜克锐，2014 ) 。
ΔCIeffi，k表明技术效率变动①带来的碳排放强度的变动，ΔCI

te
i，k表示纯粹技术进步②带来的碳排放强度

的变化，ΔCIyi，k为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碳强度变化。在此分解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能源结构变动、投
入要素变动、技术效率变动、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进而判断各因素
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基于上述的分解公式，可得由各驱动因素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量，具体见表 1。

表 1 碳排放变动的各驱动因素效应的计算公式

碳排放变动的效应 碳强度变动的效应参数

碳排放变动的能源结构效应 Yi
k，τ × ( CI

i
k，τ － CIik，t ) × η

i
k，τ ( 10) ηi

k = ΔCI
cc
i，k /ΔCI

i
k ( 11)

碳排放变动的经济结构效应 Yi
k，τ × ( CI

i
k，τ － CIik，t ) × ρ

i
k，τ ( 12) ρik = ΔCI

y
i，k /ΔCI

i
k ( 13)

碳排放变动的要素替代效应 Yi
k，τ × ( CI

i
k，τ － CIik，t ) × !ik，τ ( 14) !ik = ΔCI

pe
i，k /ΔCI

i
k ( 15)

碳排放变动的效率变动效应 Yi
k，τ × ( CI

i
k，τ － CIik，t ) × ξ

i
k，τ ( 16) ξik = ΔCI

eff
i，k /ΔCI

i
k ( 17)

碳排放变动的技术进步效应 Yi
k，τ × ( CI

i
k，τ － CIik，t ) × γ

i
k，τ，( 18) γi

k = ΔCI
te
i，k /ΔCI

i
k ( 19)

三、数据和模型结果

( 一) 数据来源和处理

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多体现在产业部门，结合数据的可获得

性，本文以 2005—2015 年中国内地 30 个省、市、自治区及三次产业为研究对象。③ 各省区三大产
业的劳动力投入( L) 以年末从业人员数量来衡量，数据来源于 2006—2016 年的中国省级统计年
鉴。各地区三大产业的产出以产业 GDP衡量，并利用各地区三大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进行基
期换算，最后与各省 GDP总量进行横向比对，确认数据有效性，数据均来自 CEIC 中国数据库。资
本投入以资本存量作为代理变量。现有的关于产业资本存量计算的文献包括徐现祥( 2007 ) 、Wu
( 2009) 以及宗振利和廖直东( 2014) ，三者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区别在于对资本折旧
率和资本平减方法的选择。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在对三者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本文选择采用宗振利
和廖直东( 2014) 的方法将各地区三大产业的资本存量进一步延伸到 2015 年，并转化为 2005 年的
不变价格水平。地区的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 2006—2016 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能
源平衡表，按中国行业分类将能源消费量合并为三大产业④的消费量( 不包括生活部门) ，并把各产

业的终端能源消费合并为煤、石油、天然气、热力和电力五个能源品种，转化为标准煤消费量。二氧
化碳排放数据按中国《省级温室气体编制清单编制指南》的方法，⑤计算出 2005—2015 年各地区三
大产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最终计算得到的 2015 年中国各省平均碳强度，及 2005—2015 年碳强度
变化的绝对值，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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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技术效率指既定技术水平下企业通过组织和管理等多方面努力所能发挥的技术潜在效能。
纯粹的技术进步率衡量了生产前沿面的移动，这些移动通常代表着技术的创新和技术引进。
由于西藏能源数据严重缺失，且其能源消费量在全国占比极小可以忽略不记，因此西藏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

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其他”。
按每种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进行折算。



图 1 中国各省碳排放强度的基本情况

从图 1 可以看出，2015 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高的地区包括宁夏、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相
对较低的区域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东部较发达的地区。在 2005—2015 年的之间，除
青海和新疆，中国各省碳排放强度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幅度各有不同。①

图 2 2015 年各省碳排放强度及 2005—2015 年的变化的分布情况①

图 2 是以碳排放强度变化值与碳排放强度实际值构成的平面上各省、市、自治区的分布情况。
从图中分布情况来看，大部分省份碳排放强度的绝对值和变化值均在 2 吨 /万元以内，变化相对比
较平稳。但如果与世界碳排放强度的平均水平相比，大部分省份碳排放效率仍然较低。部分省份
如山西、甘肃、内蒙古，则位于碳排放强度较高，而变动程度较小的区域。新疆、青海、宁夏碳排放强
度较大，且在 2005—2015 年间碳排放效率提升不显著，新疆和青海两个地区甚至出现了小幅上升
的情况。这表明在 2005—2015 年的样本区间内，这些省份的减排执行效率较低。贵州省在
2005—2015 期间，实现了较大的碳强度水平的降低，但碳强度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其碳强度仍
有较大的下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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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横轴代表 2015 年能源强度的绝对值，纵轴代表 2005—2015 年能源强度的变化值。



( 二) 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 1) 式—( 9) 式，可以通过碳强度的分解得到 2005—2015 期间技术进步、效率变动、能源
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投入要素的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表 2 分区域展示了 2005—2015 年间二氧化碳变动的各种效应值。样本期内，技术进步仍然是

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驱动力，效率提升和能源结构变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二氧化碳减排，

但影响并不确定; 投入要素的变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但程度不及技术进步效

应，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效果减弱。在 2005—2010 年期间，中国地区投入替代效应实现的二
氧化碳减排量甚至高于技术进步实现的减排量，①同时中部和西部地区在 2005—2010 年期间的投
入替代效应均高于东部地区的投入替代效应。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十一五”期间( 2005—2010
年) 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断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大量的投资加快了中、西部区域的资本积累，实现
了资本对能源的替代，从而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的降低。
表 2 2005—2015 年中国各省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② ( 单位:百万吨)

2005—2010 年 2011—2015 年

效率

改进效应

技术

进步效应

投入

替代效应

能源

结构效应

产业

结构效应

效率

改进效应

技术

进步效应

投入

替代效应

能源

结构效应

产业

结构效应

东部地区 － 187. 68 － 600. 33 － 116. 77 196. 19 80. 27 632. 47 － 1682. 37 － 268. 84 209. 79 5. 45

中部地区 － 37. 03 － 232. 24 － 357. 30 114. 65 132. 77 346. 60 － 889. 63 － 261. 51 73. 22 52. 53

西部地区 73. 30 － 268. 27 － 217. 87 95. 74 116. 78 142. 07 － 657. 74 － 112. 01 134. 74 95. 53

总计 － 151. 41 － 1100. 85 － 691. 94 406. 59 329. 83 1121. 14 － 3229. 73 － 642. 37 417. 75 153. 51

图 3 展示了二氧化碳变动分解效应的逐年变动情况。在 2006—2009 年期间，技术进步带
来的二氧化碳减排的绝对量较低。考察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我们发现 2006—2009 年期
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 13%，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50%以上，能源消费量增
长迅速。这一时期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减排的贡献并不显著，体现在数据上就是较低的平均减
排率。从图中可以看到 2011—2015 年间，整体的技术进步减排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在
这一时期，国务院发布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 2011—2015 年) 》，对“十二五”期间推动工业转
型升级的各项工作做了统筹规划，把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
着力点，并把二氧化碳的减排作为目标之一。从实证结果看这一计划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节能减排。2013 年技术进步的减排率达到 12%。2013 年以后，技术进步促进二氧化碳减排
的绝对量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能源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对二氧化碳减排的作用尚未得到体

现。
理论上，在不考虑反弹效应的前提下，2005—2015 年间，技术进步实现的二氧化碳平均减排率

为 5. 66%，减排总量约为 43. 30 亿吨( 超过欧盟 2015 年的碳排放总量 34. 90 亿吨) 。其中，第一产
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由技术进步实现的碳减排量分别为 1. 26、39. 12、2. 93 亿吨( 见图 4 ) 。
2005—2015 年期间，技术进步的减排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
分区域考察技术进步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于东部地区的减排量明显高于

中部和西部地区( 见图 5) 。这一结论与中国区域发展的实际布局情况结构相符合。东部地区集中
了大量的优势企业，是中国技术水平发展最快、最为先进的区域，在低碳创新技术的运用方面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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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表达简练，在后文中，部分地方用“技术减排”表示“技术进步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
因为篇幅限制，文章仅分区域汇报 2005—2010 年和 2011—2015 年两个时间段的累计效应。



全国前列，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效果。在 2013 年之后，东部区域的优势不再突出，三大区域技术减
排量呈现收敛的趋势。

图 3 二氧化碳排放变动的分解效应

图 4 2005—2015 年技术减排的产业分布 图 5 2005—2015 年技术减排的区域分布

通过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动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本文计算得到了技术进步的二氧化碳理论

减排量，从数据上论证了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减排的积极作用。考虑到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
的关键阶段，大部分工业行业仍然处于扩张时期，要素投入的增长不可避免，由此引发的二氧化碳

排放的增长也不能忽视。因此接下来的部分将在考虑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基础上，
计算出宏观层面二氧化碳排放的反弹效应值，对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相互关系做更深

入的讨论。

四、进一步的讨论: 反弹效应与中国碳减排的当前挑战

第三部分的分解结果表明，效率变化和能源结构变化对减排的贡献有限，二氧化碳减排主要依

赖于技术进步。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反弹效应的存在，技术进步可能会引致更多的能源消费，从
而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这将导致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的实际减排效果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
性成为了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本部分将对技术进步的反弹效应进行定量
刻画，并从区域、产业和时间视角分析中国碳减排的当前挑战。
( 一) 技术进步的反弹效应测算

理论上，技术进步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

长。提高二氧化碳排放的效率能直接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也会通过降低有效能源服务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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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引致更多的能源消费从而增加碳排放，而产出增长则会通过能源投入要素的增加而提高碳排放。
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双重影响，将使得技术进步实现减排总量被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这就是

宏观层面碳排放反弹效应的作用机理。
在前文已经计算出技术进步的理论减排量的基础上，本部分内容继续对产出增长的变化进行

分解，以准确测度技术进步的反弹效应。在基于 Shephard 产出距离函数的基础上的一致性框架
下，同样对产出的增长做分解。设定产业部门 k的产出生产技术集:

Tk，t = { ( Kk，t，Lk，t，Ek，t ; Yk，t ) : ( Kk，t，Lk，t，Ek，t ) 可以生产( Yk，t ) } ( 10)
与方程( 6) 相似，各省三大产业的产出的增长变动可以分解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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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11)

方程表明产出增长的变动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 投入变动率( PYC) ，效率变动率( EFF) 和技术
变动率( TEC) 。纯粹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表示为( 12) 式，记为 βi

k，τ :

βi
k，τ =

lnTECi
k

ln( Yi
k，τ /Y

i
k，t )

( 12)

据此，可以计算出 i地区产业部门 k由技术进步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量为:
ΔCO2 i

k，τ = βi
k，τ × ( Yi

k，τ － Yi
k，t ) × CIik，τ ( 13)

根据宏观层面反弹效应的定义，二氧化碳排放的反弹效应可以表示为:

ＲEi
k，τ =

βi
k，τ × ( Yi

k，τ － Yi
k，t ) × CIik，τ

－ Yi
k，τ × ( CIik，τ － CIik，t ) × γi

k，τ

( 14)

( 二) 技术进步的反弹效应分析

根据( 10) 式—( 14) 式，本文计算得到样本期内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基于技术进步的二氧
化碳排放反弹效应值( 图 6 ) 。平均而言，2005—2015 年期间，中国的整体二氧化碳排放反弹效应
约为 0. 62。这意味着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的节能减排总共有 62%被削减，在此期间真正依靠技术进
步实现的减排量仅为 16. 39 百万吨，实际减排率约为 2. 1%。
动态考察中国宏观层面二氧化碳反弹效应的变动趋势( 图 7 ) ，可以发现 2005—2015 年期

间，中国整体的反弹效应值呈现高位波动状态，特别在 2008—2009 年期间反弹效应值呈现较大
的上升。究其原因在于 2008 年经济危机后，恢复经济为第一要务，在这一时期，技术进步更多作
用于产出增长，这意味着更多的能源要素投入，从而导致更多的碳排放，使得反弹效应大幅上升。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宏观层面的反弹效应，本文对第二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做进一步的分

析。
从图 8 可以看出，在技术进步双重作用的影响下，第二产业技术进步实现的减排大多被削减，

整体而言第二产业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效果并不理想。导致第二产业整体反弹效
应较高的主要原因包括较低的能源转换率以及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这使得第二产业

无法摆脱高碳能源的供给。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其中工业包括全部的高耗能行业如电
力、钢铁、水泥、化工行业等，因此第二产业行业往以“高污染、高能耗”而著称。在技术进步使得
实际能源价格( 单位使用成本) 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生产者将改变生产决策，使用更多的能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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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其他要素投入，导致能源要素投入的增加。由于中国第二产业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石油等
高碳能源为主，因此由技术进步导致的能源消费的提高将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反映在数据上则

表现为反弹效应居高不下。现阶段，第二产业在节能减排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是节能减排的重点
关注对象。

图 6 2005—2015 年中国各省二氧化碳反弹效应值

图 7 2005—2015 年中国宏观层面 图 8 2005—2015 年中国宏观层面
二氧化碳反弹效应 第二产业的反弹效应

进一步地，分区域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反弹效应值进行讨论。如图 9 所示，2005—2015 年，三大
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反弹效应整体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形态，尤其在 2008 年和 2014 年前后; 相对而
言，东部地区整体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区域之间的差异逐渐收敛。

2006—2010 年期间三大区域的反弹效应值共同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倒 V 型”变化趋势。这
一时期(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是中国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行业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时
期。这一时期，技术减排在行业内的推广并不普及，直接实现的碳减排量较少，相对在产出增长方
面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国在经历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之后，恢复经济是当时的第一要务，技
术进步更多地作用于产出和经济增长。因此在 2006—2009 年之间，三大区域的反弹效应值均呈现
逐渐上升的趋势。进一步比较 2008—2009 年反弹效应值的变动趋势，可以发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
变动程度更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东部地区受外围经济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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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5—2015 年中国宏观反弹效应的区域分布

2011—2015 年(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期间，国务院发布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
案》，明确提出了“到 2015 年全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0 下降 17%”的约束性指标，并且
在这一时期加大了低碳技术的推广力度。因此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期间的反弹效应值变动
较为平缓，但也出现了小幅波动的情况。2013 年至 2014 年期间，中国水泥、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产
能大幅增长，部分落后产能甚至出现反弹迹象，导致反弹效应出现回升，甚至完全抵消了技术进步

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的贡献。至 2014 年国务院又发布相关政策，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使反
弹效应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整体而言，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反弹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呈现波动收敛的

状态，在受到外部冲击较大的情况下( 例如 2008—2010 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环境冲击; 2013—
2014 年产业产能波动带来的用能环境冲击) ，区域间反弹效应的差异增加; 而外部环境趋稳时，这
种差异逐渐收敛。具体而言，样本期内，反弹效应的均值呈现东部 ＞中部 ＞西部的特点，而波动幅
度则呈现中部 ＞东部 ＞西部的特点。
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三大区域在资源禀赋、产业构成、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市场营商

环境等诸多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技术的角度看，基本的共识是东部区域走在前列，属于技术
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域，中部地区则处于技术迅速崛起的阶段，而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西部地区是技

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反弹效应的区域间差异也说明，在不同的经济、产业构成和不同的市场营
商环境中推动技术减排，其实现效果对外界波动的反应的敏感度不同( 也可理解为弹性不同) 。
“十一五”、“十二五”是中国大力推进低碳转型的重点时期，同时也是西部地区大量承接东部产业
转移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西部的经济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均处于起步发展的阶
段，经济增长仍然以资本驱动为主，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对其他区域较小，这也意味着在西部区域推

动技术减排受到外界冲击的影响较小，因此西部地区反弹效应值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
而与西部地区有所不同的是，中部地区在这一阶段是技术高速发展的阶段。对于中部区域而言，技
术的偏向性选择是这一阶段的重点，因此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中部区域可能会对技术的选择做出

较快的调整，使其在经济增长和低碳转型两个方面做出选择，从而技术减排的效果出现较大的波

动，反弹效应值也呈现较大的波动。东部区域是整体技术水平最为成熟的区域，相对中部区域而
言，技术的偏向性选择已经基本完成，因此外界波动对于东部地区的技术减排整体呈现较大的影响

( 即反弹效应的绝对值较大) ，但波动相对中部区域较小，因此，东部地区的反弹效应值呈现高位小

幅波动的状态。当冲击来临时，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技术减排以不同的敏感度( 或者弹性) 应对冲
击，必然会产生差异的扩大。当然，随着技术发展阶段的逐渐趋同，2013 年之后三大区域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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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值出现逐渐收敛的状态。
东、中、西三大区域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性证实了中国区域之间经济和技术

水平发展的不平衡以及逐渐趋同的变化趋势。此外，区域间反弹效应的差距也可部分用不同地
区间差异化的市场化水平进行解释。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实际能源价格，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
区，生产者可以较为灵活的对生产决策进行调整，由于能源要素价格降低，生产者将使用更多的

能源替代其它要素投入( Li et al．，2019) 。考虑到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投入的增
加将导致更多的碳排放，由于中东部地区相对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市场化水平，因此中东部地

区的反弹效应值相对更大，而随着不同地区间市场化水平差距的缩小，反弹效应则呈现逐渐趋

同的变化趋势。
( 三) 碳减排的当前挑战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二氧化碳减排的挑战来自各个方面。普遍认同的挑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低碳转型是现阶段中国的必经之路，与其他发达国家实现低碳转型的不同，中国的低碳转型需要在

实现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兼顾保障不断扩张的能源需求。因此国外低碳转型的成功经验无法在中
国复制，中国需要寻找一条适合国情的低碳转型道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达峰的需求，此为第一重

挑战。能源体系的变化往往具有时滞性，以中国为例，现有的 11. 5 亿火电装机对于煤炭仍然有
30—50 年的锁定期。在用电需求大幅增加时，火电仍然是最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方式，因此在中
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过程中，需要权衡传统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系，此为第二重挑战。
具体到碳减排实现的手段和方法，本文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以下两点挑战: 技术进步是目

前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驱动力，但是由于技术进步对于碳排放作用的双重性，中国的技术减排

存在反弹效应，技术进步的减排收益有一半以上被抵消( 根据本文测算的结果) ，因此仅仅依靠技

术进步进行减排，很难在 2030 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此即第三重挑战。与此同时，反弹效应还会
因为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产生较大的波动，从而影响碳减排的整体效果; 而中国复杂的地理

区位和经济发展状况，也使得不同区域间技术减排应对外部冲击的表现不同，从而给碳减排的持续

性和稳定性造成影响，对中国碳减排的实现施加更大的压力，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此即第四重挑战。
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特殊的资源禀赋、反弹效应的存在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

中国为实现碳减排目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在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上不能单纯寄希望于技术

进步，应当在大力推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区域的经济和技术发展阶段性特征，配合行政

手段，分区域、有步骤全面推进。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在不考虑反弹效应的前提下，技术进步是现阶段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驱

动因素，而效率改进和能源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并不确定，技术进步带来的理论减排率为 5. 66%。
第二，分区域看，技术进步带来的二氧化碳的减排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分产业讨论，则主要集中在

第二产业。第三，2005—2015 年期间，中国宏观层面二氧化碳减排的反弹效应平均为 62%。虽然
现阶段技术进步是碳减排的主要驱动力，但整体的减排效果被大幅削减( 实际减排率约为 2. 1% ) 。
第四，中国宏观层面技术减排的反弹效应受外部环境影响呈现出波动的特征; 区域间技术水平的差

异也使不同区域的反弹效应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呈现波动收敛的特征。
反弹效应的存在，说明在宏观经济层面单纯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减排，很难在维持经济增长和

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两个方面实现平衡; 反弹效应的波动性则证实了技术进步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

( 技术减排) 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动有较高的敏感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技术减排的整体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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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存在反弹效应) 、波动性和区域异质性等方面提出了现阶段中国碳减排面临的具体挑战。基于
这些挑战，本文进一步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现阶段，技术进步仍然是碳减排的主要驱动力，能源结构调整、效率提升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

素对二氧化碳减排的积极作用尚未显现。这既说明了当前中国二氧化碳减排存在的问题，也指明
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要实现二氧化碳的有效减排，除了要加强对核心低碳技术的开发、掌握和规模
化利用，也应当注重效率的提升以及能源结构的优化。受能源资源禀赋的制约，中国电力、钢铁、水
泥等重点耗能行业仍然以高碳能源的供给为主。对比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果已经逐步实现从化
石能源向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的转变，中国以煤为主的消费结构却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因此，在考虑到技术减排存在反弹效应的前提下，中国更应该在效率提升和能源结构政策上做更多

的政策引导，比如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 或者是碳税、资源税体系) ，以提高火力发电企业、高能
耗企业的能源生产和使用效率; 同时，利用碳交易市场或碳税、资源税的政府所得，支持新能源技术
的研发投入，补贴新能源企业的发展，以促进能源结构调整等。推动碳交易市场的建立，还能进一
步推动节能减排的市场化进程，在外界波动发生的时候，能够借助市场的力量，避免技术减排效果

的大幅波动，助推碳减排的持续性发展。
区域发展的差异会导致技术减排的实现效果呈现差异。进一步结合地理区位和历史发展的原

因，中国东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差异，遵循贸易的基本规律，东部高耗能产业

和高排放产业将逐步向西部转移( 林伯强和邹楚沅，2014) ，东部的能源改革和减排措施会加速这
一过程。考虑到产业转移有利于中西部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因此中国应该
在支持产业战略转移以平衡经济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区域的技术水平发展特征，有针对性地支持

东部地区低碳基础技术研发和中西部地区的低碳应用技术研发，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提高技术向

产业和区域间渗透的能力，加强东部科研的溢出效应，为西部减排提供知识储备与提升空间，最终

达到全国减排的目的。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建设

目标。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成功应对气候
变化的影响，实现碳减排的目标，是当前时间节点上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
今后对二氧化碳减排的推动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带来的双重性，结合政策引导和行政措

施全面实现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与能源结构调整的有效减排。同时应当意识到，在低碳全球化的大
背景下，全面推进低碳经济转型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不仅能为中国经济带

来新的增长动力，也能在未来“碳秩序”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争得更多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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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urrent Challenges of CO2 Emission Ｒeduction
in China: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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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cadem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Ｒeform，Huaqiao University;
b: 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nergy Polic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Energy Policy，Xiamen University)
Summary: On June 30，2015，China promoted its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 INDC ) ，which
reiterated the independent goal of achieving peak CO2 emissions by 2030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non-fossil energy
in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to 20% ． This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China in the process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as China’s overall situation with regard to reducing emissions is still very serious． Thus，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duction of CO2 emissions in China and
how do they work? 2． What is the real reduction in CO2 emissions induced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China，given the
existence of the rebound effect?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adopt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 IDA ) and production theory decomposition analysis
( PDA; Wang，2007 )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2 emissions． As these methods have shortcomings，this paper
innovatively introduce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wo methods proposed by Lin ＆ Du ( 2014) to explain the
change in CO2 emission intensity． As a result，the decomposition of CO2 emission changes is extended to five dimensions:
the energy structure effect，the factor substitution effect，the efficiency change effect，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ect，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effect．

The findings of the decomposition confirm the key rol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process of CO2 emission
reduction． At the same time，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a direct and indirect rebound effect on CO2 emissions by affecting
the price of effective energy services and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resulting in increased energy consumption or
increased demand． Consider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rebound effect，which can make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uncertain，this paper also constructs a consist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bound effect of CO2
emissions at the macro level in China．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the framework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emen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resolves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connota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and can thus
calculate the specific value of the rebound effect of CO2 emissions at the macro level in China．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drawn from data from 3 industries in 30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 1) Between 2005 and 2015，the reduction of CO2 emissions mainly relied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whose reduction rate
was 5. 66% ． ( 2) The average rebound effect of China’s CO2 emission reduction at the macro level was 62% during the
study period，and the actual reduction rate was about 2. 1% ． ( 3 ) There were clear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rebound
effect of China’s CO2 emissions，but these differences are gradually converging． ( 4) The reduction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fluctuations in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policy guidance．

This paper offer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to better achieve the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 1 ) China’s
emission reduction mainly depends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and the effect of energy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n CO2 emission reduc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low-carbon policies，such as
the carbon trading market，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energy market． Then，the income from
these policies can be used to subsidiz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and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 2) The gradual transfer of high-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intensive industries from eastern China to
western China has worsened the emission reduction situation in western China． Therefore，China should suppor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Ｒ＆D) on basic technologies in eastern China and Ｒ＆D on applied technolog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to improv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low-carbon technology．
Keywords: Decomposition Analysi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O2 Emissions; Ｒebound Effect
JEL Classification: Q50，Q54，Q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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